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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山西农村合作运动述评

贺文乐

(山西师范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030031)

摘 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多数农村经济凋敝,山西亦不例外。不少知识分子提出发展农村合作事

业的主张。以阎锡山为首的山西省政府也意识到振兴农村的必要性与迫切性,遂决定开展农村合作运动。
全面抗战爆发后,农村合作运动一度中断。从1942年开始,阎锡山政权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并在抗战

胜利后将之进一步强化。通过出台一系列政策,在政府行政力量的推动下,山西部分县份农村合作运动得

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不仅规模有所扩大、组织管理机构相对完善、业务增多,而且还开展了合作教育。但

整体而言,阎锡山治下山西农村合作运动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虽然建立了较多的合作社尤其是信用合作

社,但是对农村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甚微,农村经济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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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西方合作思潮被系统地传播到中国。这一思潮不仅

影响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而且也促使政府当局对此加以重视,由此农村合作运动滥觞于20世纪二三十年

代的中国。目前,相关研究对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农村合作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已经进行了比较系统地梳

理,而且对部分省份如江苏、四川等都有所关注,但对被誉为“模范省”的山西则关注甚少。① 为此,本文拟

从缘起、开展情况及效果等方面对阎锡山治下山西农村合作运动的相关史实进行梳理,以期为新时代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一、农村合作运动的缘起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普遍出现危机,山西亦如此。“自十九年中原大战,败退晋省后,主客各

军,不下四五十万…… 征粮摊派,夜以继昼,地方之骚扰,农村之萧条,可以想见。而农民戴月披星积藏

之晋钞,由十九年至二十一年二月二年之内,每元价值跌落到二十分之一,以后至一文不值———农民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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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藏,一扫净光。”①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十室九空”,农民生活困窘。据载,“今年 (1932年)粟贱钱贵,当

息四五分,平民不堪生活”。② 又载“去年 (1933年)各县,上下两熟,丰收之邑不少。然收获虽丰,而价值

皆贱,粟不足以易钱,钱不足以供用。”③结果,农民在丰收之年闹“钱荒”。在晋北地区,据1935年相关资

料记载,五寨县农村“收获确是出乎一般情况的丰收,但是农产品的价格不知怎样老是落而又落,简直跌到

无可再跌的限度。”结果,“名为丰年,无异歉收,辛苦一年,生活仍是无法维持。自耕农则濒破产,而佃农

简直无路可走,农民生活至已被推入无底深渊矣。”④另据调查,位居晋中的太谷县北堡村在1876年前村中

有1300户、大小商号36家,街道两边全是人家,而到了1936年“只有去从废墟中找人家,共计残存的人家

只有六十户,商店连一家也没有了。”⑤晋南农村亦如此,隰县农民“其生活之穷困,实不能形容其万一。他

们吃的是很粗糙的玉蜀黍,简直连一些菜与调味的盐都没有,穿的是极粗笨的衣服,却又褴褛得不成样子

的。”⑥诸如此类的事例不断见诸报刊,不再赘述。

针对山西农村破产的不堪境况,许多有识之士分析原因并提出了对策。早在1931年,范振华指出:
“山西合作事业,注重在农村上发展”,其好处在于通过信用合作社贷款给社员使其从事农业改良,通过生

产合作社可以为城市提供更多的原料,通过消费合作社可以为农民提供日常生活必需品。如此一来,发展

农村合作事业,可以实现城乡两利。正因如此,他认为首先要建立农民的金融机构即农民银行,其次是培

养合作人才。只有具备了这两个条件,方可发展合作事业。而发展合作事业,必须加强宣传和指导,同时

要求党政部门分工协作。具体到各种合作社建设的程序,他认为应该分为农业技术改良、增加农民收入和

提高农民购买力三个不同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发展利用、供给和消费合作社,第二个阶段发展生产合

作社,第三个阶段则发展信用合作社。⑦

1933年,王履中撰文指出山西农村破产的原因在于金融紊乱、外省粮食与货物输入、政治不良、战争

频仍、风尚奢侈以及谷贱伤农等。为此,他提出的救济办法为:整理金融、改公路为铁路、改良农村、开采

矿产、改善交通以及裁减军队。⑧ 也有时人景阳指出农村破产的原因有:“生产不进步”“外货攫夺”“晋商失

败”“兵灾”“旱灾”“捐税及村款摊派繁重”“省票 (即晋钞)损失”“食粮过剩”以及“借贷不通”等。景氏此观

点与王氏有颇多相似之处,二人均认为金融问题是导致农村破产的重要原因,尤其是景氏明确指出:“借贷

崩溃,乃农村破产之深刻表征”。因此,他认为进行农业建设首先在于控制农村金融,其办法为实行贸易统

制政策。⑨ 针对山西农村破产这一问题,尽管王、景二人并未直接论及合作金融,但已认识到金融问题的

严重性。

与王、景二人有所不同,杨蔚在指出山西农村破产原因的同时明确提及发展合作事业。他认为人为原

因有晋钞贬值、农产品价格暴跌、商人失业、税收繁重、土地贫瘠与农村人口过剩、农村组织匮乏、交通不

便、生产技术恶劣以及手工业制度的破坏等,自然原因则在于“灾荒的频仍。”其中,山西农村缺乏合作社组

织是造成农村破产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山西合作社发展滞后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文化落后,真能知道合作

的意义与合作社性质的人太少,无领导及提倡的人才”,另一方面则是“地方政府官吏的昏聩”。由于农村

缺少合作社,导致农产品积压、价格低下,农民深受高利贷盘剥而走向赤贫化。􀃊􀁉􀁒 为此,杨氏认为挽救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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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途径主要在于改良农业,包括培育良种、改善经济组织、振兴林业、提倡水利、改良农具以及建立相关组

织机构等,当然也要增加肥料、发展农村副业与家庭手工业以及振兴农业教育等。其中,在建立经济组织

方面,首先要建立运销合作社。他建议每村建立1个,然后各村组成县级运销合作社联合会并在此基础上

建立全省联合社。他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仅可以通过有计划的交易使农民收益,而且方便农民贷款以补

贴农家开支。其次,建立信用合作社,其好处在于“使城市的金融,可以流入乡间”,这样既能减轻农民负

担,又可以繁荣城市工商业。他还认为“生产合作,利用合作,购买合作等,都有提倡的必要。”①

此外,周蔚庭认为造成山西农村破产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压迫,“前者为无形的

经济之侵略,人民不十分感受痛苦,有若隔靴搔痒;后者捐税差役之繁重,土棍劣绅之压迫,明显而易见。”

为此,他认为建立农村经济组织“自不容缓”,“良以实践的农村经济组织,乃为农民自动之救济,是种救

济,即现时风行一时著有成效之合作社是已。但为速行而普遍起见,非藉政治力量指导、训练、提倡、组织

不可。”他还主张将合作社分为农村消费、农用品、耕种、积谷以及水利五种。②

还有人于1935年指出山西农业生产应该实行“集体化”。他主张建立合作农场,其办法是发行土地信

用合作券。“大凡愿意办理合作农场的农民,经过政府及当地经济建设机关审查办法后,即准予保证发给

合作农场的农民,依照合作的地亩数,评其价值,发行信用券。再者并确定雇农的待遇办法,即地主对雇

农除给予生活费外,必须依照收获的成分按百分数,付予劳力的收获。”③此种办法有利于克服小农经济下

土地分散利用率低以及经营分散生产效率低的缺陷,同时便于将农业生产置于政府控制之下,进而增加政

府收入。

以上言论从不同程度和角度体现了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对农村问题的深切关怀。他们基本上主张对

农村进行建设,尤其是建立农村组织。在他们看来,建立合作社尤其是信用合作社是振兴农村经济尤其是

金融的最佳选择,而其则在于政府行政力量。但是,这些言论的核心在于改良,未能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

的根基,因而很难得以真正实践。
对于山西农村问题,阎锡山也有自己的看法与主张。1928年6月,阎锡山在送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

的《改变农工分化组织就乡村组织全民团体唤起民众建议案》指出:“令农民举办各种生计合作社,以发扬其

勤俭储蓄之美德,增长其合伙营业之技能。于是而农民之利益,一面可以防止侵夺,一面可以逐渐增进

矣。”④1932年12月,他在《乡村建设之理论与方法》的讲话中指出农村经济建设的设施“以信用合作为发动

机,增加村民经济能力,发展村生产事业。”⑤由此可见,阎锡山极力倡导开展农村合作运动,认为重心在于

发展信用合作社,试图以激活金融为突破口进而振兴农村经济。1934年,他在发行村信用合作券会议上更

明确指出:“我这次主张发行村信用合作券的主要动机,是看见现在金融滞塞,农村破产,乡间利息,高至

五六分六七分。农民不能偿债,商业亦归停故,社会全呈死象,非有一救济办法不可,病根在农村,非从救

济农村入手不可。所以我主张设立村信用合作社,发行村信用合作券,以资救济。”⑥1935年,他在回复蒋

介石的函文中不同意后者通过建立利用合作社实行“村田社有”的主张,认为“利用合作社系重在土地整理

与经营……尽可以安内而不足以御外”。在他看来:“土地村公有,不仅仅为防止目前农村之赤化,亦可以

永久消除赤化之危机,不仅仅为解决农民之生计,且可以巩固国防于磐石之安也。”⑦这就从侧面说明,阎

锡山试图采用“土地村公有”的办法进而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度,并希望“建筑合作”。⑧ 他所倡导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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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理念未能将生产与消费有机结合,而主张通过信用合作社刺激农村经济。

及至1937年,阎锡山甚至也主张在农业方面“提倡农副产改良,增加家畜,实行合伙农场。”他指出:
“盖今日是上户弃地,中户玩地,下户困于地,非实行合伙农场,农业不易振兴。”①但是,此处他所提及的

“合伙农场”是建立在“土地村公有”基础之上的,很难真正付诸实践。1940年,他提出组织生产队开荒,
“目的是在荒地村公有,即村种村有的办法。既可扩大农村生产,人民生计;且因实行集体生产,可以加强

民众组织,加强人民自卫力量。”②1943年,为了解决军需问题,阎锡山又倡导在山西推行“兵农合一”制度,

其具体办法:“一为将及龄男子六人编组兵农互助组,一人入营服役,余留村种地,实施生活互助;二为划

分份地,平均粮石”。他认为此制度“可做到战时人人都作战,平时人人都生产。”③就形式而言,“兵农合

一”与中国共产党于同期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尤其是晋西北地区实行“劳武结合”的互助合作形式有相似之处。

但就其本质而言,阎氏此举以政府行政力量的推动为主,明显具有强制色彩,因而是剥削农民的一种工具,

因而与“劳武结合”形似而实异。

综上所述,20世纪前期阎锡山治下的山西,面对日益严重的农村危机,各界人士包括阎锡山在内提出

了发展农村合作事业的各种主张。这些主张实际上成为阎锡山治下山西农村合作运动开展的理论依据,使

山西农村走向了改良主义道路。

二、农村合作运动的开展情况

在各方力量尤其是阎锡山的倡导之下,山西省于1928年在南京国民政府北伐成功之际即开始决定发

展合作事业。1929年,为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合作运动,《山西村政旬刊》连续登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公布

的《合作运动宣传纲要》予以媒体宣传。同时,山西省政府村政处公布《合作社暂行简章》。然而,山西农村

合作运动发展较为迟滞。直到1932年冬季,农民自强协会召集阳曲农民组织了1个合作社,贷款1000元,

但不久即停顿。另有记载,该年年底全省有19个合作社。④ 还有资料记载,该年山西省村政处督导阳曲、

太原等8个县建立各类合作社42个,其中有信用合作社16个。⑤

为了推动经济建设,山西省政府于1932年年底公布《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其中包括《提倡农村

合作社计划案》。该案所指“合作社”主要提及信用合作社,侧重于农村金融。可能受该案影响,1933年成

为山西农村合作社的创始年份。⑥ 该年1月,上党地区各县农民合作社促成会成立,举办了1次农村合作

讲习会,会期1个月,在屯留县组织信用合作社17个。3月,由太原青年会、农民自强协会、上党合作促

成会3个团体共同举办山西省第一次合作讲习会。之后,山西省合作社逐渐得到发展。到该年年底,全省

共有合作社7个。⑦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年山西农民自强协会于3月聘请各地合作学者组织合作研究委

员会讨论并拟订山西农村实施合作的标准。4月,该会在阳曲县赵庄村组织消费合作社。与此同时,该会

副委员长连挹清到长治、潞安、屯留等县倡办信用合作社。此外,沁源县陈家峪村农民于该年10月自愿成

立消费合作社。⑧

1934年,山西农村合作研究实施社宣告成立。该社成立后,拟订了工作计划书,并制订了各种合作社

经营法及相关图表。该社以阳曲县为试验区,派员下乡宣传,并指导成立了呼延、兰冈等村消费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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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农会成立的合作社则详加指导,对于临汾、运城、闻喜等县成立的民生等合作社亦予以切实指导。①

在该社的影响之下,山西农村合作运动较之1933年得以进一步发展。据统计,全省共有屯留等13县建立

了合作社。② 另据记载,1934年之前全省共有合作社7个、社员453人,其中信用合作社4个,社员441
人;购买合作社3个,社员12人。1934年全省登记备案的合作社共计184个,社员6179人。其中,信用

合作社180个,社员3654人;购买合作社1个,社员50人;利用合作社1个,社员5人;生产合作社1个,
社员32人;兼营合作社1个,社员1985人。③ 此外,该年在山西省植棉指导所的指导之下于解县成立了1
个棉花产销合作社。④ 1935年,全省合作社数量增至456个。⑤ 其中,棉花产销合作社增至5个,均设于

晋南棉产区。⑥ 在村一级,该年共计有村合作社25个,占全省合作社总数的5.5%,包括消费合作社8个、
产销合作社3个以及信用合作社14个。⑦ 这就说明,此时山西农村合作运动明显倾向于发展信用合作事

业。另据载,在1932-1935年期间,阳曲、太原、夏县、襄垣、猗氏、虞乡、介休、赵城8个县先后设立31
个社。其中,信用合作社16个、消费合作社10个、产销合作社5个,共计社员2870余人,股金8255元。⑧

1936年,全省合作社数量减至69个⑨,内有信用合作社58个、运销合作社2个、消费合作社9个。􀃊􀁉􀁒 以上

数据由于来源不同,很难准确呈现出省政十年建设期间山西农村合作运动的真实面貌,只能大体勾勒出其

基本轮廓。从中可以看出,该运动实际并未在全省范围内普遍开展且发展严重失衡,大致集中于太原周围

及晋南部分县份,晋北地区则甚少。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山西农村合作运动一度中断。1939年底,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之后,阎

锡山政权偏安于晋西地区。1942年春,针对日军的经济侵略与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开展的大生产运动,阎

锡山提出实行以“自给自足”为口号的“新经济政策”,宣称其目的在于“使人生活的物质合理满足”,其实施

办法为计划生产、节约消耗、管制物品以及统制商业。在他看来,“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基础在于“生活生产

战斗合一”“人人劳动生产”“合作互助”以及“计划管理”􀃊􀁉􀁓据此,该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利用合作社的形

式垄断商业。为了推动合作运动的发展,1942年11月,山西省政府责令成立山西省合作事业管理处 (简
称“合管处”),由山西省建设厅代管,从1944年开始由山西省经济管理局领导。该处是全省合作事业的中

枢,各县在该处的领导下成立合作供销社,进而取消了私商。在此基础上,各县合作供销社分棉布、百货

以及副食等部门,垄断了零售市场;与粮食调节处结合,垄断了粮食市场;与平价购销处结合,垄断了采购

与批发业务。此外,通过设立合作食堂、合作旅店以及合作理发馆等,把服务业纳入合作供销社内,采取

“私营公管”的办法,将服务业置于政府管控之下。在控制商业领域的同时,合作供销社还通过供销业务,
对手工业生产进行控制,其组织为手工业生产管理社。该社负责监督检查各手工业生产小组的生产情况,
并协助解决内部相关问题。合作供销社供给原料,接收产品,禁止各小组自行销售。为了解决合作供销社

的资金问题,还发行合作券,被认为是“新经济的灵魂”,“是扩大生产,而接收产物的唯一武器。”􀃊􀁉􀁔此券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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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银行印制,归各县合作供销社发行。通过发行合作券,农民的粮食、手工业品等均受到政府的管

控。① 这样一来,1943年和1944年山西农村合作运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据统计,这两年合作社的

数量相同,共有297个;社员数量亦相同,共有22969人。②

抗战胜利后,全省进一步实施“新经济政策”。于是,从1945年后半年开始到1947年,山西农村合作

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不仅合作社规模有所扩大、合作社组织管理机构进一步完善、合作社的业务得到不

同程度的拓展,而且还开展了合作教育。
第一,合作社规模的扩大。1945年,阎锡山辖区内的32个县共有村合作社200余个。这些社由社员

集股经营,为地主、富农所把控。③ 另据记载,该年年底,全省共有合作社332个,社员43206个。④ 据

1946年年底统计,全省共有县合作社联合社33个、区合作社507个,计有社员207903人;专营合作社44
个,计有社员106484人。⑤ 另有资料记载该年年底全省共有合作社334个,社员58234人。截至1947年9
月底,全省共有合作社565个,社员154287人。其中,有全省棉纺织业产销合作社联合社1个;县合作社

联合社28个;乡合作社36个,有个人社员19536人、法人社员29个单位,股金总额达212765000元;村

合作社500个,有社员136558人,股金总额达178286270元。⑥ 从中不难发现,较之1945年,1946年和

1947年山西省合作社在数量、社员、股金等方面发生明显变化。
第二,合作社组织管理机构的进一步完善。1945年冬,阎锡山政府依照国民党中央《合作社法》对各级

合作社进行改组,在省一级设立山西省合作社物品供销处 (简称“合供处”),市一级设太原市合作社联合

社,县一级设县合作社联合社,村一级设立村合作社。为了指导合作社的建立事宜,在市、县政府设合作

指导室,并对相关人员进行集训,学习各类法令条规。1946年下半年,山西省“合管处”增设会计室与统计

室,使得财务与统计事务交由专人负责。在县一级,每县设合作指导主任1人、指导员1人。在市一级,

市政府设指导主任1人、指导员2人。据统计,全年由省“合管处”先后委派合作指导主任57人、指导员58
人,共计115人。此外,为了解决合作事业中遇到的困难,山西省“合管处”曾于该年5月组织了1个临时

合作工作队前往晋南各县督导与推进各县合作工作。同时为了确保农村合作运动的有序开展,该年由省

“合管处”拟订了各种条规,如《山西省各县 (市)合作指导室组织暂行规程》《山西省各县 (市)合作指导室

各级人员服务规则》以及《山西省临时合作工作队组织简则》等。⑦ 1947年2月,为了加强对农村合作运动

的领导,山西省政府又责令成立山西省合作指导委员会,“集合党政各方力量,加强指导工作。”各县 (市)
政府则大都设有合作指导室,与省“合管处”自成体系。截至1947年11月,全省共有71个县 (市)建立合

作指导室,有主任指导员66人、指导员65人,兼任指导员41人,共计170人。此外,有42个县还建立了

县合作指导委员会。⑧ 组织管理机构的完善,无疑有利于农村合作运动的进一步开展。
第三,合作社的业务逐渐增多。山西省“合供处”一方面采购各级合作社所需物品,一方面推销其剩余

产品。该处为推销本省土特产,于1946年1月在天津设立办事处。为推销本省皮毛、石膏及煤炭等产品,
该处于5月成立物产运销部及大同、阳泉等地办事处。为供应市场所需物品以及融通各级合作社资金,该

处于6月、7月分别成立营业部、信用部。据统计,该处1946年全年共计进货总额达26.8亿余元、销货总

额达24.5亿余元。在全省23个联合社中,经营业务“以兼营消费生产运销信用较多,供给次之”,社有资

金共计332510432元,该年盈余额为385175411元。此外,各种专营业务合作亦有所发展,如妇女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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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纺织业生产合作、烟叶产销合作、煤矿生产合作等。① 为了扩展供应范围,该处于1947年在临汾、大同、

阳泉等地设立分处。据该年1-9月统计,全省烟叶、葡萄、皮毛以及纸张等特产的生产及运销总值为37.5
亿元。各农村合作社供销货物金额,总计达5.06亿元。②

第四,开展合作教育。抗战胜利以后,山西省政府重视合作教育。1946年,晋西各县合作指导室于2-
5月间选拔各合作指导人员先后开展两期训练,受训者共计108人。每期训练为期两周,训练课程为合作

概论、合作法规、合作指导、合作会计、合作簿记、经放农贷办法、农业推广以及公文程式,同时进行小组

讨论和实务练习等。为提高“合管处”相关人员的认知水平,上级还经常组织读书会,集体研究合作文献。③

截至1947年9月底,各县合作指导人员共计开展过三期训练,受训者增至128人。在学习文化方面,中国

合作事业协会山西省分会经常供给各级合作社的图书杂志,供相关人员阅读。在省一级则创办《合作通讯

周刊》,其目的在于传达政府合作法令、指导合作业务以及报道合作思想。截至1947年9月底,该刊已经

发行了65期。④ 合作教育的开展,对提高合作人员文化和业务水平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三、农村合作运动的开展效果与当代启示

20世纪前半叶,长年累月的战争使山西农村雪上加霜。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发起了农村合作运动。

地处内陆的山西省在阎锡山的主政之下先后采取各种措施将农村合作运动付诸实践。综合前面相关论述,

山西农村合作运动在不同历史阶段曾产生过一些积极的效果。在省政十年建设期间,山西农村合作运动加

强农村信用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的建设,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山西农业的发展。有资料记载:“先生 (阎锡

山)建设山西……十一年 (1932年)至二十五年 (1936年)间,更有突飞猛进之绩效。所有建设事项,按照

所定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进行,其中如农业之改进,合作之推行……皆有显著成绩。”⑤据统计,1936年全

省粮食总产量达到3367410吨,每人平均产粮317公斤。在全面抗战战略相持阶段,阎锡山采取“新经济政

策”推行农村合作运动,对于缓解战时经济困难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如使用合作券曾收购3万余石粮

食,为坚持抗战提供了必要的物资。而且,新经济政策倡导开展互助合作和进行专业化生产,在某种程度

上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⑥ 抗战胜利后,山西各类合作社对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946年,山西省

“合供处”配给县联社贷款达69468万元,各县联社配给各村社贷款15.6亿余元。在生产业务上,为推广

“169”小麦,该处曾发放贷款17269632元;为推广棉业,曾发放贷款12685000元;发放小麦增产贷款8173
万元;发放农村副业生产贷款2520万元。⑦ 就政府自身而言,这些贷款发放的目的在于通过合作社改良农

业与改善农民生活。

尽管阎锡山和山西省政府致力于农村合作运动,并制定了名目繁多的规章制度,但该运动开展的效果

差强人意。时人于1935年曾指出:山西当局“虽然曾经在阳曲等七县发行信用合作券,以调剂农村金融,

然而杯水车薪,何济于事。”⑧实际上,省政十年建设在发展农业方面建树甚少,“乡村的萧条落后依然没有

改观”。⑨ 始自全面抗战战略相持阶段的“新经济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经办人员情绪低落,上下应付”,
“合作社在调配供销上绕圈子,无力顾及生产,有的合作社,竟然无事可做,坐领干薪。”因而,合作社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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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并未起到刺激农村金融进而振兴农村经济的作用。合作社亦未能改善农民生活,“晋西是个产粮地区,

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里,并无一年歉收,而人民缺吃少穿,生活穷困。”①这也说明,合作社在某种程度上成为

阎锡山政权榨取民脂民膏的工具,失去了其固有的效能。

民国时期阎锡山治下的山西农村合作运动犹如一朵本可绽放五彩的鲜花却被置于无从适宜的土壤之

中,结果走向自我凋零。换言之,20世纪前半叶国民党治下的中国试图通过移植西方合作理论使之在中国

农村生根、发芽乃至开花、结果。可事实上,曾经被誉为“模范省”的山西,农村合作运动的实践与理论严

重脱节。尽管得益于政府行政力量的推动,合作社在制度建设和业务经营方面有所建树,但并未能从整体

上挽救农村。山西农村合作运动的经验与教训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其

一,新农村建设必须基于农村实际情况,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以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其

二,新农村建设必须以政府为主导,以农民为主体,二者之间要形成良性互动。其三,新农村建设必须倡

导思想新 化、行为规范化,思想与行为要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其四,新农村建设必须以发展生产为主,

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发展农村副业,坚持农、林、牧、副、渔各业综合发展的方针。其五,新农村建

设必须加强农村与市场之间的联系,在推进农产品商品化的同时应适当提高其价格。只有如此,新农村建

设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进而实现城乡经济的统筹发展。

AReviewofShanxiRuralCooperativeMovementduringtheRepublicof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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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conomiesinmostoftheruralcollapsedinthe1920sand1930s,andShanxiwasno
exception.Manyintellectualsputforwardtheideaofdevelopingruralcooperation.Shanxiprovincial

governmentledbyYanXishanalsorealizedthenecessityandurgencyofrevitalizingthecountrysideand
decidedtocarryouttheruralcooperationmovement.AftertheoutbreakoftheAnti-JapaneseWar,the
ruralcooperationmovementwassuspendedforatime.YanXishanregimebegantoimplement“New
economicpolicy”since1942,whichwasfurtherstrengthenedafterthevictoryoftheAnti-JapaneseWar.
Throughtheintroductiontoaseriesofpoliciesandthepromotionofthegovernment’sadministrative
force,theruralcooperationmovementofsomecountiesinShanxihadbeendevelopedtoacertainextent.
Thescalehadexpanded,theorganizationandmanagementinstitutionshadbeenrelativelyperfect,the
businesshadincreased,andcooperativeeducationhadalsobeencarriedout.However,onthewhole,the
ruralcooperationmovementinShanxiunderYanXishanduringtheRepublicofChinadidnotachievethe
expectedresults.Althoughmanycooperatives,especiallycreditcooperativeswereestablished,theyhad
littlepositiveimpactontheruralsocietyandtheruraleconomywasnotfundamentally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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